关于在乡村振兴中应充分发挥 “乡村精英”作用的建议

※背景情况※

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一直有以乡绅为代表的传统乡村精英在乡村建设中发挥带头作用的传统,这些人可以是乡村社会精英(社会权威)、乡村技术精英(技术权威——如村医等)、乡村精神精英(道德权威)、乡村经济精英(经济权威)等,他们在政治体系之外以“本土”的面孔出现,对维持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今天的上海郊区,上述精英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并涌现了来自于城市的“新乡村精英”及“团体型组织精英(法团主义组织精英)”,但是在上海市郊区农村调研中发现这些个人或组织并没能有效参与到乡风文明建设中来,其带头作用也没有被有效发挥,乡村也缺乏激励乡村精英发挥带头作用的有效机制。

※问题及分析※

1、传统乡村精英在乡村事务中的作用未能被有效激活。乡村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家族关系和亲属关系是乡村社会中最主要的社会关系。调查发现,郊区居民的社会交往圈及消费圈等依然狭小单一,虽然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及流动性等出现式微趋势,但是传统的邻里互帮互助等民风依然存在,以家族和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仍然活跃并居于主导地位。而其表征的乡村社会精英及精神精英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由于我国乡村社会快速经历了从社队体制到乡村体制的集体化管理和自治化管理等纷繁复杂的变迁,加上多年来国家主导的乡村发展策略(新农村、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使得国家力量在乡村的存在感日益加强,这在客观上抑制了乡村精英作用的发挥。同时,上海由于高度城市化带来的“理性化冷漠”“法治化思维”以及“强势政府”等因素也使得传统力量的作用被忽视。但是众所周知,在熟人社会的乡村,乡村精英化解问题的能力往往要远远大于“组织”的能力。我们曾经对一个乡村赤脚医生进行了追踪调研,发现她的带头作用远远大于该村的正式组织。

2、“新乡村精英(新乡贤)”的作用未被有效引导和培育。在调研的5个乡村,我们发现有不少在乡村创业的城市人群。很多城市精英阶层(有企业家、外企高管、社会名流等)选择到乡村创业,经营生态农庄、农家乐、度假酒店、民宿等项目,这些人中有些长期居住在乡村社会,已经客观上成了乡村社会的“新村民”,他们往往并不是完全以利益为导向而参与乡村经营活动,有很多是某种带有“乡愁”式的参与,他们对乡村生活有一种独特的热情和憧憬,愿意为乡村建设出力。然而,调研发现,这些人在上海乡村社会中往往是独立的存在,并没有与当地居民形成有效沟通和共存共生的关系。而本地居民也并不认为这些人和自己有多大的关系,只是将他们视为“生意人”“大老板”。究其原因,是二者缺乏由村级组织或乡镇等搭建的沟通交流的桥梁,使得他们与居民之间的地理距离很近,心理距离很远。新时期和未来乡村社会的发展中,需要把他们作为“新乡贤”加以引导和培育,使他们融入乡村社会并发挥至关重要的带头作用。

3、现代社会组织等“团体型精英(法团主义组织精英)”没有发挥作用。现代乡村社会,特别是上海,有各种多元的组织逐渐加入进来,例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等,但是调研发现这些现代社会组织大部分只是以经济效益为导向,把乡村当作工作基地,没有很好地发挥其组织责任,为乡村社会的发展出力。除了前述“新乡贤”类型的“多元主义集团模式”大量存在于上海乡村,还有大量“团体型”的,以政府、企业及社会组织为代表的“法团主义模式”经营形态同时存在。按照欧洲的法团主义理论解释,“法团主义,作为一个利益代表系统,它的作用是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去”,“这个利益代表系统由一些组织化的功能单位构成,它们被组合进一个有明确责任(义务)的、数量限定的、非竞争性的、有层级秩序的、功能分化的结构安排之中。这些功能单位得到国家的认可(如果不是由国家建立的话),它们被授予本领域内的绝对代表地位”。简而言之,这些组织可以在区域的发展中发挥高于个人的重要作用。比如,企业或组织的文化建设等应该向本土居民开放,进而带动本土居民接受或者学习新的生活策略。在乡村建设中,主要表现在乡村社会可以从中学习到更多的现代意义的契约精神等,进而为乡村建设提供制度意义上的保障。而目前的现实是:一旦由于企业及组织因为用工问题、环境问题、土地权益问题等与本土居民发生纠纷,往往很难找到有效的解决路径,从而需要政府出面以维稳的方式进行解决。这种强制性的处理方式,使得乡村社会的传统协商与沟通机制被逐渐破坏,造成社会风气的紧张。在调研中发现,此类矛盾比较多,双方虽然都有沟通的意愿,但是苦于缺乏必要的机制。

※建议※

激励乡村精英参与村落公共事务,使他们能够在乡村社会发挥积极的带头作用,解决乡村经营型人才不足的问题,重塑和谐内生的乡风,实现乡村的振兴。

1、鼓励乡村传统精英发挥出“第三方”的作用,协助基层党组织进行乡村治理,与此同时,通过自身的威望和影响力带领村民们共同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

2、建立健全各种机制培训“新乡贤”的本土认同感,激励他们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以“新村民”的身份加入到乡村建设中来,让他们凭借自身的文化和经济等优势,为乡村建设添砖加瓦,重塑新时代的“新乡贤”重建社会内生的和谐稳定机制;

3、建立企业、社会组织与乡村社会之间共生关系的有效机制,将以前的“雇主-租客”的关系转变成为“当家人与新主人”的共生关系,一方面,企业和社会组织加入到乡村建设的进程中来,另一方面,乡村可以吸收企业管理的经验,增强乡村治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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